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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经济学似是而非的方法论
林金忠
[摘 要] 经济学家们长期致力于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 “纯洁的”经验科学 , 他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
如何摆脱经济学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所必然涉及到的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为此 , 他们区分了实证
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 并把前者视为他们心目中的 “纯洁的”经济学。可是 , 这样一种 “纯洁的”经济学需
要某种方法论基础 , 而它所缺乏的也正是一个可靠的方法论基础。罗宾斯对 “纯经济学”研究的性质和研究
范围的狭窄界定、新古典经济学的 “理性经济人”基本行为假设、弗里德曼的 “假设不相关性”观点 , 乃至
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的数学化等等 , 都是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为此而做出的努力。然而 , 这些努力未能为实
证经济学提供一个可靠的方法论 , 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始终仍是似是而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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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家们为打造一门 “纯洁的”经济学所做的努力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 但经济行为从来都不可能是 “原子式”个体的孤立的活动, 而总是
“嵌入”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并受到人的行为目的和动机所驱使。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行为的目
的和动机总是与人的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 而这些价值观念总是与伦理的、心理的乃至文化传统的因素
纠缠在一起。因此, 经济行为从来都是不 “纯洁的”经济行为,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 , 尽管经济
学家们也并不否认这一事实, 但他们似乎不愿意让经济学纠缠于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维度, 他们似乎有
一个强烈愿望, 即试图彻底摆脱价值观念的纠缠, 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能够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 ( 尤其
是伦理学和社会学) 的 “纯洁的”经验科学 , 一种可以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其他经验科学并驾齐驱的学
科。如果这样一个愿望可以实现的话, 那么, 经济学就变成了 “真正的”科学, 而经济学家们也就随之
而变成了 “真正的”科学家了。
什么样的经济学才称得上 “纯洁的”经济学呢? 经济学家们的基本做法是区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
济 学 。 应 该 说 , 这 种 区 分 很 早 就 开 始 了 , 至 少 可 以 追 溯 到 19 世 纪 上 半 叶 的 纳 骚·西 尼 尔 ( Nassau
William Senior) 和约翰·穆勒 ( John Stuart Mill) , 以及 19 世纪后期的约翰·内维尔·凯恩斯 ( John Neville








“纯洁”呢? 显然,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为实证经济学提供一个方法论基础 , 这种方法论必须能




作俑者, 是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 ( Lionel Robbins) 。罗宾斯在其初版于 1932 年、再版于 1935
年的 《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文中沿袭了亨利·西奇威克 ( Henry Sidgwick) 的观点, [1] (PP104- 107) 亦即从
经济学中消除掉所有的 “非经济学”方面, 只留下 “纯经济学”的内容。比如 , 尽管罗宾斯也并不否定
伦理因素影响人的经济行为, 但他仍明确主张经济学与伦理学应该并列起来, 而不是结合起来, 亦即要
在它们之间泾渭分明地划清界限。他说: “除了把这两种研究 ( 经济学与伦理学) 并列, 以其他任何形式
把它们结合起来的企图 , 在逻辑上似乎都是不可能的。”那么 , 何谓 “纯经济学”呢? 罗宾斯对此作了
明确的阐述: “经济学是这样一门科学, 它把人类行为看作是目的与具有各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
关系来研究。”又说, “给定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分配才是真正的经济问题”。[2] (P148、16) 换言之, 罗宾斯
在这里不仅确定了 “纯经济学”研究的性质, 而且还以简单又狭隘的 “目的—手段”之认识构架, 将经
济学的研究范围狭窄地限定于所谓资源配置问题。 “资源配置中心论”正是由此而来, 它把经济学研究
引入了解决人的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关系的狭窄领域。
应该说, 罗宾斯的观点影响深远, 因为此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没有摆脱肇端于这一观点的 “资
源配置中心论”的巢臼。但是, 他的观点也包含着显而易见的缺陷和不彻底性。缺陷在于 , 经济学研究
范围的狭窄化固然可以将经济行为中某些 “不纯洁的”社会关系排除在外, 但与此同时也排斥了相当多
的本来也可以列入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内容。不彻底性在于, 他所说的 “目的—手段”关系中的 “目的”,
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价值观念——比如伦理价值观念方面的纠缠。
为打造一门 “纯洁的”经济学所做的另一项努力, 是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完成的。新古典经济学的
做法是通过 “理性经济人”这一高度简略化 ( 或简化) 的基本行为假设, 将包含在人的经济行为中的一
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排除在外。在新古典世界里 , “人”被简化为两种形式的 “原子式”个体——消
费者和生产者; 这两种 “原子式”个体所蕴涵的一切社会的和历史的内涵被全部撇开, 只留下两个行为
属性——“理性”和 “自利”。这两个属性的结合便是所谓的 “理性经济人”, 亦即具有 “理性”行为能
力且以 “自利”为行为之唯一动机的人。在此基础上, 再通过设置一些必要的简化假设 ( 如理性选择行
为的 “二元关系”、“可传递性”、“完备性”等 ) , 便可以从 “理性经济人”逻辑地推导出 “最大化行
为”, 而 “最大化行为”再进一步形式化为数学上求极值问题。 “理性经济人”作为一个基本行为假设 ,
乃是新古典理论体系的基础和逻辑出发点, 这一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 ( 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
场均衡理论等) 无不建立在这一基本行为假设的基础之上。通过这样一个基本行为假设, 便可以轻而易
举地撇开人在实际经济行为中所必然涉及到的一切社会关系, 而把一切经济行为都归结为纯粹技术性关
系下的 “最大化行为”。如此一来, 似乎便摆脱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纠缠 , 从而使得经
济学变得 “纯洁”起来了。
然而问题还在于, 新古典经济学的 “理性经济人”这一基本行为假设具有明显的 “非现实性”乃至
“虚构性”, 也正是因此之故, 其 “合法性”便总是遭到质疑, 批判者总是可以这样质问: 如此简单而不
切实际的行为假设何以能够确保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呢? 在经济学说史上, 与 “理性经济人”有关的激烈
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后期的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 “经济人”之争, 此后还有 20 世
纪 40- 50 年代关于 “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争论 , 以及 20 世纪后半叶关于 “理性行为”问题的争论。这




基于上述学术思想联系之背景 , 便不难理解弥尔顿·弗里德曼 ( Milton Friedman) 完成于 1947 年 ,
并作为他的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的 “前言”而公开发表于 1953 年的著名论文 《实证经济学的方法
论》, ① 以及在该文中所提出的著名观点——“假设不相关性”观点, 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深
远影响。从经济学家们为打造一门 “纯洁的”经济学——实证经济学而努力的历史视野来看问题, 真正
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构成根本性影响的, 首推弗里德曼的这篇著名论文和文章中提出的这个著名观点。
这篇论文的历史背景是 20 世纪 40- 50 年代的 “利润最大化”问题之争。这场争论起因于关于厂商
行为的经验调 查。一项调查是当 时英国牛津大学 的 “牛津经济组”30 年 代末所做的厂 商行 为 调 查 。
1939 年英国经济学家霍尔 ( K. L. Hall) 和希契 ( C. J. Hitch) 在 《牛津经济学文献》上发表了此项调查
的报告。[3] 另一项是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 ( R. A. Lester) 1945 年所做的调查。[4] 这两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
很类似的, 即厂商的实际行为与新古典厂商理论中的 “利润最大化”模型是明显不一致的。莱斯特的文
章发表后, 便立即引起弗里兹·马克卢普 ( Fritz Machlup) 和乔治·斯蒂格勒 ( George J. Stigler) 等人的反
驳, 但这种反驳却引来了对 “利润最大化”模型的更多批判。于是, 一场激烈论战展开了。从有关文献
看, 批判厂商 “利润最大化”模型的一方提出的基本见解是 , “利润最大化” 模型作为一种行为模式是
不符合现实的, 因为种种可观察到的因素 ( 如非利益因素、不确定性等) 使它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得以
实现。对此 , 以马克卢普为代表的厂商 “利润最大化”模型的辩护方则认为: 厂商追求 “利润最大化”
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这个假设并不意味着否定厂商在实践中还受到非利益因素的驱使, 也并不意味着厂
商在实际行为中不会遇到诸如不确定性等种种复杂因素; 但是 , “利润最大化”这一理论假设仍然是合
理的, 因为可以由此而推出的理论是 “简单的、精美的、内在一致的”, 它可以提供明确的预言。 [5]
对这场争论的有关文献的考察, 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 厂商 “利润最大化”模型的批判方始终都是
把 “利润最大化”当作一个不正确 ( 即不符合对实际行为的经验观察) 的行为模式来加以批判的, 而以
马克卢普为代表的厂商 “利润最大化”模型的辩护方则认为 “利润最大化”只是一个行为假设 , 并认为
这种行为假设是合理的。如此说来, 一方把 “利润最大化”当作一种行为模式, 而另一方则当作一个行
为假设, 本来双方理当针对对方的观点去辩驳 ,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 双方始终都是各说各的话 ,
如此争论当然是不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论的。比如, 就拿马克卢普的反驳来说吧。如果马克卢普坚持
这样一点, 即 “利润最大化”只是一个行为假设, 那么, 他只需为这一假设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也就足够
了。然而, 事实上马克卢普在提出了 “利润最大化”只是一个行为假设的同时, 却始终都是拿 “利润最
大化”当作一种行为模式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花费很大篇幅反复强调说, 莱斯特等人的调查本身是靠
不住的, 因为他们向厂商提出的询问中包含着诸如 “供求曲线”、“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之类学科专
门术语, 这些术语的含义是厂商难以知晓的, 因而厂商不可能做出贴切的回答。如此一来, 马克卢普实
际上是以 “利润最大化”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的理由去为 “利润最大化”作为一个行为假设的观点辩解 ,
他实际上已经混淆了行为模式与行为假设这两个概念了。
笔者的理解是, 在这场争论中, 争论双方实际上都忽视了这场争论的实质性问题, 即作为经济理论
之行为假设的现实性问题。厂商 “利润最大化”模型的批判方, 始终都是把 “利润最大化”作为厂商的
行为模式来加以批判 , 却无视论敌所一再强调的观点 , 即强调 “利润最大化”仅仅是作为一个行为假
设。按照辩论的逻辑规则, 这一方本来理当就 “利润最大化”作为一个行为假设去加以批判, 然而他们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始终停留在对作为厂商行为模式的 “利润最大化”的非现实性的指责上。反
过来, 辩护的一方, 既然是把厂商的 “利润最大化”视为一个行为假设, 就应该着重去论证这样一个实
①该文已被辑入中文版的 《弗里德曼文萃》,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 第 191- 235 页。以下凡引用该文均
不再注明出处和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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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的文章本来旨在回答两个基本问题: 何谓 “实证经济学”? 何谓 “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
但实际上文章的重心明显地放在第二个问题。又由于当时特殊的论战背景之缘故, 文章重心的重心又放
在上述论战的实质性问题 , 亦即经济理论中的假设的现实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 , 与马克卢普等人一
样, 弗里德曼也是立场鲜明地为主流经济学的 “利润最大化”辩护。但是, 与马克卢普等人相比, 弗里
德曼的辩护显得更为彻底, 也更为切题。弗里德曼在论文中明确指出 , “利润最大化”只是一个理论假
设, 而理论假设毋须是 “现实的”, 亦即假设不需要与实际行为的经验观察相一致; 他甚至还要刻意地
反过来说, 经济理论中的假设不仅不需要是 “现实的”, 甚至应该是 “虚构的”, 比如在文章第二部分中
他干脆利索地宣布: “一般说来, 某一理论越是杰出 , 那么它的 ‘假设’就越是超脱现实。”其所以如此
认为 , 是因为在他看来 , 理论之正确与否并不在于其假设之 “现实”与否 , 而在于理论之 “实用”与
否, 而 “实用”则体现于理论对所要解释现象的预测之正确与否, 而预测之正确与否又是与理论假设之
“现实”与否互不相关的。这就是弗里德曼在文章中提出的最为核心的一个观点 , 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
观点。这个观点, 后来被马克·布劳格称为 “假设不相关性”。[6]
这个观点之所以是惊人的, 是因为 : 第一 , 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成立的话 , 那么 , 在 “理性经济人”
之争中, 辩护方只须宣布 “理性经济人”仅仅是一个理论假设, 而理论假设本来就应该是 “非现实的”,
一切针对它的 “非现实性”所做的种种批判也就瞬间都成为无的放矢的无效批判了。换言之, 弗里德曼
以 “假设不相关性”观点, 试图轻而易举地化解经济学说史上对 “理性经济人”的一切攻击。第二, 如
果这个观点可以成立的话, 那么, 主流经济学便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以 “理性经济人”这一基本行为假
设作为其理论体系之基础和逻辑出发点 , 而不必担忧其理论大厦会由于这一行为假设所具有的明显的
“非现实性”而存在倾覆之虞。第三, 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成立的话 , 那么 , 主流经济学不仅不再需要顾
虑其理论假设之现实与否问题, 更可以基于弗里德曼的 “假设不相关性”观点而任意地或随意地给理论






现在剩下的关键问题是: 弗里德曼的 “假设不相关性”观点正确吗? 笔者的回答是: 第一 , 弗里德
曼本人未曾对这一观点本身做出必要和充分的论证 , 况且这个观点本身也还包含着某些含混不清 ; 第
二, 这个观点本身也是不成立的, 至少是靠不住的; 第三, 这个观点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并
非源于观点本身, 而是其他原因。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 在 《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这篇冗长的文章中, 弗里德曼反复提到经济理论中
假设的 “非现实性”这一观点, 然而除了给出诸如 “自由落体”、“树叶生长”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例子之
外, 他始终都没有对 “假设不相关性”观点做出正面的论证。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经济
理论的假设可以是不相关的呢? 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弗里德曼的论文找不到确切的答案。相反, 我
们在他的文章中时而读到这样一些含糊其词, 比如他甚至说: 不现实的假设 “大部分地”是不相关的。
弗里德曼文章的另一个更为明显的缺陷还在于 : 既然 “假设不相关性”观点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观
79- -
点, 那么 “假设”当然也就应该是一个核心的或关键的概念, 然而, 弗里德曼始终都是笼统地使用 “假
设”一词, 而且莫名其妙地都给这个词添加上了引号。关于假设, 他反复强调的只是他心目中作为理论
的假设的两个基本标准, 即所谓的 “简洁性”与 “成效性”。稍具逻辑知识者大概都知道 , 理论的假设
本身并非是单一的, 而是存在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形, 它们与理论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用 “不相关”一
词便能涵盖。以经济理论为例, 便利性假设显然不同于行为性假设。出于理论思维的经济原则 ( 如逻辑
上的简洁和避免因冗长描述而掩盖经济现象的本质关系等) , 或出于理论表述的便利需要 ( 如避免思想
内容上的重复和叙述上的没必要的繁琐等) , 这种便利性假设在经济理论系统中的作用应是不言而喻的。
显然, 便利性假设与上述弗里德曼所说的假设的 “简便性”是精神上一致的。一般地说, 此类假设本质
上并不影响理论的结论之有效性和一般性。比如 , 在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中 , 常假设 “其他条件不变”
( ceteris paribus) , 如此方能揭示个别经济现象的静态意义上的内在本质。又如, 对描述经济现象之间关
系的函数所做的凹凸性或连续性假设 , 也是属于此类情形。与此相比之下 , 行为性假设则属于不同情
形。经济理论系统的主体是由一些假说命题构成的, 这些假说命题的推导, 以及它们之间的内恰性, 都
直接地依赖于理论的行为性假设; 这是因为行为性假设以某种方式规定了理论系统所能推演出的假说命
题及其适用范围和条件。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 , 若是理论的行为性假设是 “理性经济人”, 那么 , 一
切与 “理性经济人”假设不相符的, 但又是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经济行为的有关假说命题, 便被完全地排
除在理论系统可推演的范围之外。又如 , 若是理论的假设是 “风险中性”, 那么 , 与此假设不相符的 ,
但又是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属于 “风险回避”或 “风险承担”的行为, 便被完全地排除在理论系统可推演
的范围之外。再如, 若是理论的假设是 “理性预期”, 那么 , 这个假设中实际上已经逻辑地蕴涵着 “政
策无效”的结论了。可见, 行为性假设与理论的结论是直接或间接地相关的。由此亦可见, 笼统地谈论
假设, 在相当程度上难免具有误导性。
既然 “假设不相关性”观点本身并不那么可靠 , 那么它何以又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呢? 关于这个问
题, 笔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虽然弗里德曼始终没有对 “假设不相关性”观点做出正面的论证 ,
但他却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另一个观点上去了, 即理论的 “实用性”观点; 颇为意味深长的是, 他似乎
是企图用后一个观点去为前一个观点辩解。也就是说 , 在弗里德曼那里 , “假设不相关性”观点乃基于
他对理论之正确与否所持有的特殊的判断标准 , 那就是他所一再强调的理论的 “实用性”。所谓 “实用
性”, 在他那里单纯地就是指 “预测”。他说: “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这样一种 ‘理论’或‘假
说’, 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 ( 而不是老生常谈的) 预测。”他还说: “理论
应该通过其对它意在加以 ‘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唯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
‘正确的’还是 ‘错误的’。⋯⋯对某一假说的合理性的唯一有效的检验 , 是将其预测与实际情况所作的
比较。”换言之, 在弗里德曼眼里, 能否做出正确 “预测”乃是判断理论之正确与否的唯一的标准。由
此可见 , 弗里德曼的思想逻辑大致是这样的: 既然理论之正确与否唯一地取决于其 “预测”, 而并不取
决于理论的假设 , 如此说来 , 假设当然便成为 “不相关”的了。这种对理论、从而对理论的假设的看
法, 常被称为 “方法论工具主义”或 “极端工具主义”。[8]
如此说来, 真正支撑着 “假设不相关性”观点乃是方法论工具主义。那么 , 能否说是方法论工具主
义才使得弗里德曼的论文和观点具有了深远的影响力呢? 笔者认为, 事情还不是这么简单 , 因为方法论
工具主义本身也并非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可靠。据说 , 方法论工具主义渊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
翰·杜威 ( John Dewey) 的 “工具主义”。 “工具主义”的简单含义大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有用的便是
正确的。依笔者的粗浅理解, “工具主义”, 从而方法论工具主义 , 之所以总是有 “市场”, 简单的原因
就在于: 我们永远都不能反过来说 “有用的便一定是不正确的”。对于经济学这样一门以 “学以致用”
而称道的学科来说 , 情况尤其如此。然而, 正如劳伦斯·博兰所指出的 , 关键问题还在于: 既然弗里德
曼认定理论之正确与否唯一地取决于 “预测”之正确与否, 那么 “预测”的 “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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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决定它们应是什么呢?”[8] (P47) 弗里德曼的论文并没有论述这些关键问题 , 他只是反复地强调 “实证”,
或许是把这一关键问题视为 “不成问题的问题”吧。
四、数学化与方法论形式主义
上述分析表明, “假设不相关性”观点本身是站不住脚的 , 而这一观点所赖以支撑的方法论工具主
义也是似是而非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经济学家们心目中的 “纯洁的”经济学——实证经
济学, 其方法论基础并不可靠, 至少并不像专业经济学者们所自以为的那么可靠。然而, 从这一结论又
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既然 “假设不相关性”观点及其似是而非的方法论工具主义本身都是靠不住的 ,
那么, 为何仍然有那么多的专业经济学家固执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区分, 并且自以为自己正在从
事着 “纯洁的”经济学研究呢?
笔者认为, 这个新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一方面, 撇开那些大致上属于浑水摸鱼的不讲, 绝
大多数的专业经济学者对自己所做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事实上是缺乏基本的自觉意识的。他们偶尔








和内恰 , 亦即通常所说的 “前后一贯”( coherency) 和 “内在一致”( consistency) , 从什么样前提条件 ,
通过什么样的推证过程, 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这些都可以是十分清晰明白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一个
对经济学方法论缺乏基本的自觉意识的专业经济学家, 当他沉湎于经济学数学化努力之中时, 他肯定不
会意识到这种数学工具的采用仅仅属于方法层面的 “可靠”, 却并不属于方法论意义上的无可置疑; 他
肯定会对自己所做的数学推证的理论 “可靠性”深信不疑 , 却不会进一步追问 : 这样一种理论 “可靠
性”的方法论基础是什么呢?
基于对专业的经济方法论学家历来抱有的不屑一顾的态度 , 专业经济学者当然是不会如此追问的。




上的真, 一般被理解为经济理论在逻辑上的 “内恰”( consistency) 。数学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能够
确保经济理论在逻辑上内恰的最为理想的工具 , 因为据说 “数学是纯粹的不搀假的逻辑学”。[9] (P82) 按照
伯特兰·罗素 ( Bertrand Russell) 的说法, 数学乃作为逻辑的延伸, 这是因为数学所呈现给我们的各种定
理无非就是逻辑上的 “永真式”; 所谓 “永真式”, 说得客气一点就是 “同义反复”( tautology) , 若是说
得通俗一点 , 那就是 “套套逻辑”。如果说在纯数学领域内 “套套逻辑”尚属必要和合理的话 , 那么 ,
在作为一种经验性社会科学的经济学领域内, “套套逻辑”便几乎等同于 “废话”。宣称逻辑上的真必定
也是经验上的真, 这与其说是一个观点, 毋宁说它只是一个观念, 一个延续了千年的对 “数”的崇拜所
形成的观念。在近代, 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便是所谓的 “伽利略的惊奇”——大自然这部百科全书
①参 见 Frey, Bruno S.: Why economists disregard economic method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8 (1) 2001,




客观地说, 对几乎所有的学科来说, 数学总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对经济学来说, 数学的主要用处在
于对经济思想加以形式化, 使之变成具有某种逻辑结构的理论; 经济学的数学化本质上是对经济思想加
以形式化的一种特定的方式 ( 当然不是唯一的方式) 。这种方式当然具有其自身所固有的长处 , 如前面
所述的理论在逻辑上的严谨和内恰。但是, 这种方式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却常被人忽视了, 那就是形式化
过程中思想内容的丧失。众所周知, 为了能够采用数学表达, 亦即把某一思想转化为数量关系, 总是需
要对思想内容做某些简化处理。这种简化处理往往都是通过某些人为的简化性质的假设来实现的。在这
种简化处理中, 某些思想内容将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可见 , 采用数学方式的形式化一般地总是意味着有
利亦有弊、有得亦有失。本质上讲, 这种利与弊、得与失的对立 , 所反映的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 ,
而这种矛盾虽然并非是经济学的数学化所特有的, 但它常常被专业经济学者们所忽视了。我们既不能全
盘否定数学工具, 也不能将它视为十全十美, 真正的问题在于: 在这种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中, 如果
偏执于强调理论的数学化, 那么,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丧失或牺牲了思想内容呢? 比如, 当新古典经济学
的厂商理论采用数学工具将一切生产活动都形式化为生产函数时 , 究竟丧失了多少有关生产活动的其他
思想内容呢?




学化而数学化在方法论上成为一种可能。这是因为: 既然数学本身就是 “纯净的”逻辑系统, 数学的各
种定理无非就是逻辑上的 “永真式”, 它在逻辑上永远都是 “内恰”的 , 那么 , 便不难想象 , 即便是毫
无经济思想内容的数学化经济理论, 研究者至少在 “纯技术”意义上也还是有可能进行大篇幅的数学推
导论证, 因而单纯的为形式化而形式化或为数学化而数学化完全是可能的, 也是可行的。或许正是因为




经济行为总是 “嵌入”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并受到人的行为目的和动机所驱使, 因而总是与价值
观念纠缠在一起。经济学家们长期致力于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能够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 ( 尤其是伦理学
和社会学) 的 “纯洁的”经验科学 , 一门可以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其他经验科学并驾齐驱的学科。为此 ,
经济学家们区分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并把前者视为他们心目中的 “纯洁的”经济学。可是, 如







为中的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内容统统地撇开。但是 , 这种做法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 : “理性经济
人”这一基本行为假设具有明显的 “非现实性”乃至 “虚构性”, 因而其 “合法性”便总是遭到质疑 ;
虽然 “理性经济人”乃是新古典理论体系的基础和逻辑出发点, 但它也是争论不休却始终悬而未决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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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正是在此背景之下, 弗里德曼在 《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这篇著名论文中提出的 “假设不相关性”
观点, 才具有方法论上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弗里德曼认为, 作为经济理论的假设不仅不需要是 “现
实的”, 甚至反而应该是 “虚构的”。问题在于 , 他未能对这样一个大胆且惊人的观点进行正面的论证;
除了笼统地谈论 “假设”以及含糊其词外, 他还企图在 “实用性”的名目下以方法论工具主义去为 “假
设不相关性”观点辩解。实际上, 方法论工具主义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方法论。那些着迷于实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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